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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和ChatGPT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驱动下，

企业生产流程、运营、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都在迅

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与系统性重塑，这是社会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次巨大跃迁，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技术与传

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将释放出巨大经济潜能，数

字经济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支撑中国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1]，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引领和拉

动作用。为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新引擎和新动能

作用，稳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

数字中国。因此，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的关键抓手，是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路径。企业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各类传统生产要素实

现互补、耦合和协同的重要载体。数字技术的快速

发展及其与实体企业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构企业市

场响应、资源配置、风险管控、趋势洞察与内部控制

等能力。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降本增

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改

善公司治理质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增强企

业韧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策略。在此背景

下，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作用机制及其

边界条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企业治理结构、内部

流程和经营模式等传统商业逻辑发生系统性重构与

转变[1]，因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正成为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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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话题。已有文献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对

企业业绩、股票流动性、企业分工、全要素生产率、劳

动收入份额和脱虚向实以及外部审计行为等产生重

要影响，但尚未有文献从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交叉

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因此，本文

拟基于会计-税收差异视角，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

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逻辑、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效

果，以弥补这一研究空白。

税收和会计作为经济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分支，

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二者关于所得税的处理亦有所

不同。近年来，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

趋同，不仅增加了应纳税所得额税前调整的项目内

容，而且使其形式日趋繁杂 [2]。而从税收法规方面

看，企业所得税改革一直在持续推进，中国税制改革

已与税收国际惯例相协调[3]。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

的各自改革和国际协调使得二者间的关系日益复

杂，它们在收入、费用和损失确认方面的差异越来越

大，作为二者分离的直接后果——会计-税收差异指

标也日趋扩大。因此，会计-税收差异受到会计与税

务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与持续追踪。当前，国内外

研究均发现，会税制度性差异、盈余管理和税收规

避是导致会计-税收差异产生并不断扩大的主要原

因[4-5]。会计-税收差异不仅反映了会税之间的制度

性差异，而且能够表征管理层在盈余管理和税收规

避等方面的策略或行为[6]。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

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和流程发生系

统性重构 [7]，从而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

量，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代理冲突。实际上，盈余

管理和税收规避是管理层权衡成本收益后的结果，

因而是企业重要的经营决策行为。数字化转型具有

明显的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和信息透明度提升效应，

在此情况下，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影响管理层自利动

机驱使下的盈余管理和避税等代理行为，进而影响

会计-税收差异?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这

一问题的探讨是本文所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内容。

基于此，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

本，从会计-税收差异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数字

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效

果。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有助于从会计-税收差

异视角更加全面地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效果，为

国家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微观决策依据，而且

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改善公司治理质量，

从而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目前鲜有学者从会计准则和

税收法规交叉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

果，本文基于这一视角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

效应，拓展并深化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

献。第二，现有研究多从会计与税收制度性差异、盈

余管理和避税等视角探究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因

素，较少有文献关注信息化或数字化战略对会计-税
收差异的影响，本文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转

型新趋势分析数字化转型这一战略决策对会计-税
收差异的影响，丰富了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因素研

究，为数字化背景下加强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协调、

推动建设高质量会计准则标准提供参考借鉴。第

三，基于“基准分析—机制检验—异质性情境”的研

究框架，明确了数字化转型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的多

维机制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效果。本文从数字

化转型发挥的治理效应即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和信息

透明度提升效应的渠道机制进行分析，打开了数字

化转型与会计-税收差异之间的“黑箱”，厘清了数字

化转型的治理逻辑。同时，异质性讨论明确了数字

化转型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的边界条件，为构建差异

化的政策举措提供经验证据。

一、文献回顾

回顾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的已有研究，相

关文献主要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自

身以及外部审计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研究发现，在

数字经济时代，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

等数字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和深入应用，使企业的

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正在发生变革和重构并进行适

应性调整[1]。与此同时，得益于上述变化，数字化转

型使公司治理质量正在得到显著改善，表现为随着

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不仅能够降低企业成本、提

高资产使用效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降低信息不对

称，而且能够弱化代理冲突、降低管理层的非理性行

为、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提高经

营性收益。因此，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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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规模、增强盈利能力、改善财务状况、提高经济

效益、促进社会责任承担、提升股票流动性、降低融

资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劳动

收入份额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并增

强韧性，最终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从外部审计行

为看，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不确定；在数

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

露更为充分和谨慎[8]。

从上述研究发现，学界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后

果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尚未有文献

基于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交叉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

的微观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这为本文奠定了较

好的研究基础。已有研究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较为充分地探讨，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

会计和税收制度性差异、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三个

方面。其中，会计和税收制度性差异[9]是系统性影响

因素，而盈余管理[10-12]和税收规避[13]等机会主义行为

导致会计利润偏离应税收益则是会计-税收差异产

生的两个主要的非系统性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学界已就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后果作

了一定的积累与讨论，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但却忽略

了会计-税收差异这一重要的经济后果。因此，基于

会计-税收差异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

应便成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将对这一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并进一步探

讨其背后潜在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效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类生产要素

实现与先进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从而以数字技术驱

动生产过程、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实现全流程变革

的重要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企业包括会计-
税收差异在内的各类财务和经营决策行为，尤其是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与

共享提供了良好平台。而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

的深度融合能够进一步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抑制管理层私利动机驱使下

的盈余操纵和税收规避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

会计-税收差异。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
收差异的治理效应主要通过内部控制质量改善和信

息透明度提升效应来实现。

(一)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与会计-税

收差异

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之一表现为内部控

制质量的改善，从而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的自利动

机，进而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数字化转型升

级和数字技术与企业各要素的全面深度融合，必然

会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流程和管理模式发生颠覆式创

新与重构，从而导致内部控制发生全流程和系统性

变革 [14]，进而影响内部控制质量。本文从内部控制

五要素视角来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改

善效应，进而分析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

第一，从内部环境要素看，数字化转型使内部环

境趋于协同化。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目标发生战略

性变革[1]，由此导致企业治理结构、生产流程、营销模

式、研发模式和企业文化等内部环境也发生革命性

转变。数字技术与企业各环节和流程的深度融合使

企业的治理结构变得日趋扁平和无边界，从而降低

了对信息和数据传递的时空阻碍，使得部门和员工

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日益高效，强化与拓展了企业的

协同控制理念，优化了内部控制环境，有利于改善内

部控制质量。第二，从风险评估要素看，数字化转型

使风险评估的效果得以提升。企业实施风险评估的

基础在于及时获取充分适当的信息并对风险因素进

行有效识别。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获取的

数据范围更深更广，并能够实现海量数据实时存储

和调用，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并

有效预测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因素及其发生的概

率和损失，同时能够实时感知、分析风险信息的变化

并实时制定最优的风险应对策略，且上述过程完全

能够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极大提高了风险评估的

效率和效果，从而有利于改善内部控制质量。第三，

从控制活动要素看，数字化转型使控制活动日趋智

能化。随着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和身份验证等人工

智能技术在企业权限管理中的应用，这些数字技术

使企业的控制活动突破了时空束缚而成为新型牵制

手段，并且大大提高了控制活动的灵活性、及时性、

有效性和智能性，从而有利于改善内部控制质量。

第四，从信息与沟通要素看，数字化转型使信息与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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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有效性得以提高。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

和深度使用，打破了“部门墙”，消除了“信息孤岛”，

极大增强和提高了员工和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效

率，从而有利于改善内部控制质量。第五，从内部监

督要素看，数字化转型使内部监督机制得以强化。

数字化技术融入并重构企业的业务流程，能够实时

还原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全流程数据，这使得实

时、动态和全面监控企业各业务流程成为可能，因

此，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内部监督的智能化水平，丰富

了内部监督渠道和方式，强化了内部监督机制，从而

有利于改善内部控制质量。

综上可知，数字化转型从内部控制五要素方面

全面提升和改善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而内部控

制质量越高，其产生的治理作用就越有效，表现为企

业的违规风险显著降低，管理层以谋取私利为目的

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显著抑制。同时，高质量的内

部控制会使管理层更加谨慎地权衡盈余管理和税收

规避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减少避税行为。此外，盈余

管理和避税牵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并需它

们的协同和配合，因此，高质量内部控制产生的牵制

作用会显著抑制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等代理行为，

从而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由此，形成了“数

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会计-税收差异降

低”的作用路径。

(二)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提升与会计-税收

差异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之二表现为信

息透明度的提升，从而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自利动

机驱使下的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行为，进而抑制会

计-税收差异的扩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企业内

部各部门之间形成数据穿透从而促进了信息孤岛的

互联互通，增强了企业内部各部门间信息的交流与

整合[1]，使得信息在企业内部更加透明、公开和不易

篡改。当企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程度较低时，数据

和信息的处理方法较为落后，处理效率较低，此时更

多的私有信息被管理层所掌握，企业员工和外部利

益相关者很难及时获取，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低，股

东、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有效识别和监督管

理层的自利行为，这为其通过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

行为获得超额收益创造了条件，此时企业的会计-税
收差异较大。当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

应用程度较高时，一方面，极大拓展了企业处理数据

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将沉淀在生产经营全流程和组

织系统内部海量、非结构化和非标准化的数据信息

通过编码等技术输出为标准化和结构化信息 [15]，不

仅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可利用程度，有助于优化生产

经营流程 [16]，而且极大增强了信息存储能力 [1]，加速

了信息的生成和扩散，使信息更易于在不同部门间

实现交换、传递与整合。同时，数字技术与各生产要

素的深度融合使企业整个生产经营和管理流程都能

够实现数据还原，这对各级管理层和员工而言，每项

业务流程场景都实现了完全透明，因而企业内部的

信息透明度更高。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

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垂直化和科层制的金字塔式向

扁平化和网络化转变[1]，使得企业的经营决策、生产

流程和资源配置活动更加灵活、透明和公开，进一步

提高了信息透明度。此外，数字化连接跨越了企业

的内外部边界[1]，使企业能够更方便和高效地向市场

“推送”信息。相较于以往，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的

信息含量更为充分，由此缓解了企业内部和外部利

益相关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了信息透明

度。随着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股东、员工、分析

师和税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更易于发现管理层的自

利行为，由此大大压减了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的调

整空间，削弱了管理层的自利动机，限制了管理层利

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盈余管理和避税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抑制了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由此，形成了

“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提高→会计-税收差异降

低”的作用路径。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内部控制质量

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抑制管理层私利动机驱使

下的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等代理行为，进而降低会

计-税收差异。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的治

理效应。

H2：数字化转型通过发挥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效

应来抑制会计-税收差异。

H3：数字化转型通过发挥信息透明度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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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抑制会计-税收差异。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

本。起始年份确定为2009年是为避免会计准则变迁

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确保数据内涵的一致性。

同时，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相应筛除：

(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税前利润小于等于0
的公司；(3)剔除所得税费用小于等于0的公司；(4)剔
除 ST、PT、*ST和已退市公司；(5)剔除其他数据缺失

的公司。按照上述标准，最终得到24281个公司年度

观测值。为消除和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在1％和99％
分位数上对连续变量作了Winsorize处理。上市公司

年报从深交所和上交所官网获得，内部控制、名义所

得税税率和其他财务数据分别取自迪博(DIB)、万得

(Wind)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和实证模型设计

1.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为会计-税收差异(BTD)。与刘行

和叶康涛[17]的计算方法相一致，BTD=(会计利润-应
税收益)/期末总资产，其中，应税收益=当期所得税费

用/名义所得税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名义所得税税率。

(2)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CG)。当前，学

界对数字化转型的定量测度方法并没有形成共识，

对年报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是研究企业战略转型和行

为变化的常用方法。因此，借鉴吴非等 [15]对数字化

转型程度的测度方法，利用 python软件爬取上市公

司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数来度

量。由于该类词频数量呈现出典型的右偏分布特

征，故使用数字化转型词频数量加1取对数来衡量数

字化转型强度。

(3)中介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IC)和信息透明度

(TRANS)。借鉴张钦成和杨明增 [14]使用迪博数据库

中的内部控制指数除以 100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

借鉴Bushman[18]和辛清泉等[19]使用盈余质量、信息披

露考评分值、分析师跟踪人数和盈余预测准确性以

及审计质量五个指标的样本百分等级的平均值构建

信息透明度的综合指标TRANS来度量信息透明度。

(4)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可能会对会计-税收

差异产生影响的因素，借鉴刘行和赵晓阳 [20]选取企

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账面市值比、股权性质、是否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董事会规模和两职合一等作为控制变量，并控

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实证模型设计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
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同时，为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改

善和信息透明度提升效应的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

等[21]的方法，通过构建模型(1)～(3)，并利用中介效应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会计-税收差异

企业数字化转型

内部控制质量

信息透明度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账面市值比
股权性质

是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会规模
两职合一

时间
行业

变量符号

BTD
DCG
IC

TRANS
SIZE
LEV
ROE
TOP1
BM
SOE
BIG4

BOARD
DUAL
YEAR

INDUSTRY

变量定义
(会计利润-应税收益)/期末总资产，其中，应税收益=(所得税费用-递延
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税率
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数加 1取对数，表示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程度
内部控制指数/100
使用盈余质量、信息披露考评分值、分析师跟踪人数和盈余预测准确性
以及审计质量的样本百分等级的平均值构建的综合指标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期末净利润/期末所有者权益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市值
若企业为国企取值为1，否则为0
若企业被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为1，否则为0
董事会总人数取对数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时取值1，否则为0
年度虚拟变量，若企业属于某一年度取值为1，否则为0
行业虚拟变量，若企业属于某一行业取值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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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予以验证。

BTDi，t=α0+α1DCGi，t+ΣjαjControlsi，t+
ΣIndustry+ΣYear+εi，t (1)

IC/TRANSi，t=β0+β1DCGi，t+ΣjβjControlsi，t+
ΣIndustry+ΣYear+εi，t (2)

BTDi，t=γ0+γ1DCGi，t+γ2ICi，t/TRANSi，t+
ΣjγjControlsi，t+ΣIndustry+ΣYear+εi，t (3)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度，j表示控制变量的

序号，j=2，3，…，10，被解释变量BTDi，t表示 i企业在

第 t年的会计-税收差异，核心解释变量DCGi，t表示 i
企业在第 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是一系列

控制变量，Industry和Year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固定

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中介变量 ICi，t/TRANSi，t表示 i
企业在第 t年的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本文

预期DCG的系数α1显著为负，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抑

制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单变量检验

1.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数字

化转型的均值为 1.308，最大值为 4.990，最小值为 0，
标准差为1.390，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在不同企业间

具有较大差异。会计-税收差异的均值为0.001，最小

值为-0.068，最大值为0.089，标准差为0.026，结果与

以往文献基本保持一致，说明不同企业间的会计-税
收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结果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

2.单变量检验

按照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行业-年度中值，将样本

企业划分为两组并进行单变量均值 t检验和中位数

Wilcoxon秩和检验。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差异检

验的结果均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的会计-
税收差异更小①。这初步验证了假设 1，即数字化转

型对会计-税收差异具有治理效应。另外，本文发现

在不同数字化转型程度下，企业特征变量均存在显

著差异，这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其他替代性解

释。为此在内生性检验中增加了PSM配对检验以排

除企业特征差异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治理效应

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是只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

效应的结果，DCG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化转型

能够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第(2)列是加入企业层面

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DCG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

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定，在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后，数字

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具有明显的治理效应，与本

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

(三)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数字化转型与会计-税收差异之间可能

存在的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偏误、测量误差以及样本

自选择等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Heckman两
阶段模型、滞后自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方法对内生性问

题进行了相应处理，结果如表4和表5。由表4可知，

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②、Heckman两阶段模型③和滞

后自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均支持原假设。

数字化转型与会计-税收差异之间可能存在反

向因果关系，也可能存在同时影响会计-税收差异和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BTD
DCG
IC

TRANS
SIZE
LEV
ROE
TOP1
BM
SOE
BIG4

BOARD
DUAL

样本数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24281

均值
0.001
1.308
6.548
0.367
22.230
0.420
0.092
0.351
0.334
0.390
0.061
2.135
0.266

1/4分位数
-0.012
0.000
6.337
0.245
21.303
0.260
0.044
0.236
0.219
0.000
0.000
1.946
0.000

中值
-0.001
1.099
6.753
0.363
22.049
0.414
0.079
0.332
0.311
0.000
0.000
2.197
0.000

3/4分位数
0.012
2.303
7.061
0.484
22.961
0.571
0.123
0.450
0.427
1.000
0.000
2.197
1.000

标准差
0.026
1.390
1.217
0.184
1.288
0.200
0.065
0.147
0.155
0.488
0.239
0.195
0.442

最小值
-0.068
0.000
0.000
0.005
19.899
0.048
0.004
0.094
0.060
0.000
0.000
1.609
0.000

最大值
0.089
4.990
8.707
0.990
26.171
0.859
0.340
0.748
0.778
1.000
1.000
2.7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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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遗漏变量，从而引起内生性偏差。借

鉴现有文献做法，使用两种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

问题。

(1)参考黄群慧等[22]使用1984年各城市邮电数据

(IV1)作为工具变量，它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约束

条件：在过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企业所在地通信手

段的使用会从技术成熟度和社会偏好等方面对样本

期内企业采用新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应用程度造

成影响，因此 1984年各城市的邮电数与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具有相关性，但与企业的其他行为并不存在

直接的相关关系，因而满足外生性条件。鉴于 1984
年各城市的邮电数是截面数据，无法直接用于构造

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使用 1984年各地

级市每百人固定电话数分别与滞后一期的全国互联

网网民数的交乘项作为当期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

量，且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2SLS回
归结果如表 5第(1)(2)列所示。由第(2)列可知，DCG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原假设依然成立。

(2)参考王敬勇等[23]使用同省份同行业其他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IV2)作为工具变量，它满足

相关性和外生性的约束条件：同省份同行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的均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省整个行

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总体状况，一般而言，行业内

其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本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程度也越高，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其他企

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与本企业的其他行为并

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对于会计-税收差异而言

是外生的，且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 5第(4)列显示DCG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原假设

仍成立。

表3 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

变量

DCG
SIZE
LEV
ROE
TOP1
BM
SOE
BIG4

BOARD
DUAL
_cons
YEAR
IND
N

Adj-R2

(1)
BTD

-0.001***
(-3.64)

0.026***
(4.33)
Yes
Yes

24281
0.072

(2)
BTD

-0.001***
(-3.95)
0.000
(1.08)

-0.022***
(-9.71)

0.109***
(19.48)

-0.008***
(-3.98)
-0.001
(-0.26)

0.003***
(4.87)
0.000
(0.27)
-0.002
(-1.22)
-0.000
(-0.59)

0.025***
(2.93)
Yes
Yes

24281
0.158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
号内为 t值，均采用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以下各
表同。

表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DCG
IV
IMR

L.DCG
L2.DCG

控制变量/YEAR/IND
N

Adj-R2

PSM检验
(1)
BTD

-0.001***
(-3.89)

Yes
16574
0.163

Heckman两阶段模型
(2)

第一阶段
DCG_DUMMY

0.000**
(2.20)

Yes
21716

(3)
第二阶段

BTD
-0.001***
(-3.30)

0.029**
(2.30)

Yes
13202
0.180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两期
(4)
BTD

-0.001***
(-3.38)

Yes
18371
0.164

(5)
BTD

-0.001***
(-3.20)
Yes

15702
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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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本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作了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④。(1)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使用

剔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计-税收差异即DDBTD来

重新度量会计-税收差异。(2)更换解释变量的度量

方法。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数字化转型进行替代性

度量，即参考祁怀锦等[7]使用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无

形资产占比和构造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虚拟

变量来度量。(3)剔除受疫情影响的样本区间。新冠

疫情发生后国家出台的大量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对

会计-税收差异的计算造成影响，故剔除 2020年和

2021年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4)考虑企业策略性信

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参考袁淳等[24]对样本进行如下

处理：剔除高新技术企业；剔除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

词频数为 0(即数字化转型程度为 0)的样本；剔除信

息披露质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考评为 C和D的样

本。经过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支持原假设，即

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具有治理效应。

五、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可能构成数字化转

型抑制会计-税收差异的两个渠道机制。基于此，利

用中介效应模型予以验证，结果如表6所示。

由第(1)(2)列可知，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会计-税
收差异，同时较好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有效降低会

计-税收差异，且通过了Sobel检验。因此，本文认为

结果支持“数字化转型→内控控制质量改善→会计-
税收差异降低”这条路径。第(3)(4)列的结果表明，数

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会计-税收差异，同时较高的信息

透明度可以降低会计-税收差异，且通过了 Sobel检
验。因此，本文认为结果支持“数字化转型→信息透

明度提升→会计-税收差异降低”这条路径。综上所

表5 工具变量法

变量

IV
DCG

控制变量/YEAR/IND
N

Adj-R2

F值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IV1
(1)

第一阶段
DCG

0.000***
(4.83)

Yes
21721
0.172
240.94

23.363***
23.325
[16.38]

(2)
第二阶段

BTD

-0.008**
(-2.14)
Yes

21721
0.021

IV2
(3)

第一阶段
DCG

0.747***
(47.04)

Yes
24221
0.235
305.21

1251.500***
2215.62
[16.38]

(4)
第二阶段

BTD

-0.002***
(-4.42)
Yes

24221
0.155

注：方括号内为Stock-Yogo弱工具变量识别F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6 机制检验

变量

DCG
IC

TRANS
控制变量/YEAR/IND

N
Adj-R2

Sobel检验

(1)
IC

0.021***
(2.74)

Yes
24281
0.132

-3.063***

(2)
BTD

-0.001***
(-3.87)

-0.001***
(-3.91)

Yes
24281
0.159

(3)
TRANS
0.003***
(2.70)

Yes
24281
0.474

-3.761***

(4)
BTD

-0.001***
(-3.81)

-0.008***
(-4.74)
Yes

24281
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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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理论推导与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相一致，数字化

转型能够改善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

能够有效抑制会计-税收差异。

(二)异质性分析

在不同的异质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
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为此，基于

内外部治理视角，从内部代理成本、外部融资约束与

媒体监督三方面进行了分样本检验。

1.代理成本的调节效应

按照 Jensen和Meckling的代理理论，股东和管

理层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管理层本身具

有道德风险，加之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使得管理层

可以很容易地损害股东利益，甚至将其据为己有。

因此，具有较高代理成本的企业其委托代理问题更

为严重，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和避税等行为谋取私

利的动机也更为强烈[25]。而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透

明度提升效应，即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信息互联互

通，降低信息不对称，此时管理层出于以在职消费和

自身私利为目的而进行避税和盈余操纵等机会主义

行为的边际成本会增加，因而这些行为发生的可能

性将降低，会税差异也会缩小。因此，对于较高代理

成本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治理效应

的边际影响更明显。

借鉴Ang[26]使用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与管理费

用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代理成本，以同行业

同年度管理费用率的中值为界将样本分为两组。使

用基准回归模型(1)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第(1)
(2)列所示。在高代理成本组，数字化转型与会计-税
收差异显著负相关，而低代理成本组二者的关系并

不显著，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数字化转

型对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在代理成本较高的

企业更显著。

2.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面对整体金融资源不足的现状，尤其是在投资

者保护较弱、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企业更

多依赖内源融资 [27]。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较高

的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内源融资[28]。税收作为一项重

要的现金流出，本质上是政府对企业利润的强制性

分享。避税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防止现金流

出，是重要的内源性融资方式[29]。因此，当面临较高

的融资约束时，企业更有可能通过避税来获取资

金[30]。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增加了股东

对管理层的监督难度，此时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通

过盈余操纵和税收规避等手段在获取内源融资的同

时满足私人收益最大化，这时会计-税收差异将明显

增大。而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信息透明度，会极大抑

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和税收规避行为，盈余操纵和

避税影响下的会计-税收差异也将随之减小。因此，

对于具有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
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更明显。

借鉴陈峻和郑慧琼[31]构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变

量FC指数(取值在 0～1之间)，以同行业同年度融资

约束指数的中值为界将样本分为两组。使用基准回

归模型 (1)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第 (3) (4)列所

示。数字化转型与会计-税收差异显著负相关，且二

者关系在两组间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数

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在融资约束

程度较高的企业更显著。

3.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

媒体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缓解各种代

表7 异质性检验

变量

DCG
控制变量/YEAR/IND

N
Adj-R2

组间差异检验的P值

(1)
代理成本高组

BTD
-0.001***
(-4.34)
Yes

11857
0.157

0.000

(2)
代理成本低组

BTD
-0.000
(-1.14)
Yes

12424
0.176

(3)
融资约束高组

BTD
-0.001***
(-3.89)
Yes

11827
0.140

0.087

(4)
融资约束低组

BTD
-0.000*
(-1.83)
Yes

11851
0.193

(5)
媒体关注度低组

BTD
-0.001***
(-4.23)
Yes

10391
0.168

0.013

(6)
媒体关注度高组

BTD
-0.000**
(-2.17)
Yes

13890
0.161

注：组间差异检验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P值是自体抽样(Bootstrap)1000次的经验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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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 [32]。在新型转轨经济体中，媒体发挥公司治

理作用的机制在于其能够诱发行政介入、增大企业

违规成本 [33]，从而对管理层形成监督压力并对其行

为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提高管理层不当行为被发

现的概率。同时，媒体关注能够引发外部监管机构

介入，使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转换为成本[34]，

加大其因此而承担的边际代价，进而能够有效抑制

代理行为。此时，在盈余管理和避税影响下的会计-
税收差异也会降低。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信息不

对称程度更加严重，这为管理层通过避税等“抽租”

行为谋取私利提供了更大空间。而数字化转型能够

发挥明显的信息透明度提升效应，降低内外部利益

相关者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信息环境，

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和避税的成本将大于收益，进

而能够有效抑制其私利行为，使得在盈余操纵和避

税行为影响下的会计-税收差异也会降低。因此，数

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在媒体关注

度较低的企业表现得更加显著。

借鉴田高良等[32]将某一篇新闻报道中出现次数

最多的企业定义为该企业的媒体关注，并且使用标

题新闻总数加1取对数来衡量媒体关注度。以同行

业同年度媒体关注度的中值为界将样本分为两组。

使用基准回归模型(1)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第

(5)(6)列所示。在媒体关注度低组，数字化转型与会

计-税收差异显著负相关，且二者关系在两组间通过

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

差异的治理效应在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更显著。

六、拓展性分析与讨论

会计-税收差异是一个蕴含丰富信息含量的指

标[12]。依据不同的标准，会计-税收差异可以分为不

同类型。目前实证文献主要以会计-税收差异的大

小、方向和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相较于小额、负向和

非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大额、正向和操纵性会计-
税收差异更可能蕴含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因

而更具有信息含量。因此，按照上述三类标准进一

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在

不同情形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数字化转型对大额和小额会计-税收差异的

影响

相较于小额会计-税收差异，大额会计-税收差

异更可能是在管理层私利动机影响下由盈余管理和

避税等机会主义行为驱动的结果，因而更可能蕴含

信息含量。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会计-税收差

异，本文预测数字化转型对大额会计-税收差异的治

理效应更明显。以同年度同行业会计-税收差异的

中值为界将样本分为两组，结果如表 8第(1)(2)列所

示。与理论预期相一致，数字化转型对大额会计-税
收差异的治理效应更明显。

(二)数字化转型对正向和负向会计-税收差异的

影响

与会计准则相比，税收法规对应纳税所得额的

调整更为苛刻，因此，从理论上看，会计利润小于应

税所得即负向会计-税收差异属于正常现象，而正向

会计-税收差异则可能蕴含盈余管理和避税等机会

主义行为的信息含量。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会计-
税收差异，为此本文预测，数字化转型对正向会计-
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借鉴已有做法，如果

会计利润大于应税收益则为正向会计-税收差异，反

之，则为负向会计-税收差异，结果如表 8第(3)(4)列
所示。数字化转型与负向会计-税收差异的回归系

表8 拓展性分析

变量

DCG
控制变量/YEAR/IND

N
Adj-R2

(1)
大额税会差异

BTD
-0.001***
(-5.35)
Yes

11827
0.384

(2)
小额税会差异

BTD
-0.000
(-0.35)
Yes

12454
0.146

(3)
负向税会差异

BTD
0.000
(0.44)
Yes

12537
0.060

(4)
正向税会差异

BTD
-0.001***
(-4.58)
Yes

11744
0.313

(5)
操纵性税会差异

O_BTD
-0.000***
(-3.24)
Yes

24281
0.019

(6)
非操纵性税会差异

INO_BTD
-0.000**
(-2.09)
Yes

24281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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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正且不显著，而与正向会计-税收差异的系数显

著为负。因此，数字化转型对正向会计-税收差异的

治理效应更明显。

(三)数字化转型对操纵性和非操纵性会计-税收

差异的影响

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是指通过可操纵性应计

项目导致的会计-税收差异；而非操纵性会计-税收

差异是指会计-税收差异的产生未涉及会计估计和

会计政策选择等。Tang和Firth[6]认为，由于制度规定

不同导致的会计-税收差异属于正常现象，而盈余管

理和避税行为则是导致该指标不断扩大的重要原

因。此外，一些可操纵性应计项目需要经过会计人

员的职业判断，由此产生的会计利润与应税收益之

间的差异属于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操纵性会计-
税收差异通常蕴含着盈余管理和避税等信息，因而是

对企业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扭曲，对盈余质量

的损害更为明显。因此，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更具

有信息含量。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会计-税收差

异，为此本文预测，数字化转型对操纵性会计-税收差

异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借鉴赵国庆[35]对操纵性和非

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的度量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它

们的影响，结果如表8第(5)(6)列所示，数字化转型对

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的治理效应更明显。

七、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技术正在快速融入企业生产、营销、研

发、组织和产品设计等各个流程，带来了企业全方位

和深层次变革。数字经济背景下，智能化升级和数

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新优势进而实现高

质量发展在战略方向上的不二选择。鉴于此，基于

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会计-税收

差异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及其作用

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

有效的治理效应以抑制会计-税收差异。机制分析

与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内部控制质量改

善和信息透明度提升效应这两条机制发挥治理作

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税收差异

的治理效应在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媒体

关注度较低的情况下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表明，数

字化转型对大额、正向和操纵性会计-税收差异的治

理效应更明显。根据上述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企业要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赋能

效应。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

私利行为引发的会计-税收差异。因此，企业应积极

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潮流和国家数字经济政策

红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大数据、区

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

经营和管理等流程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化转

型的微观治理效应。同时将数字技术嵌入内部控制

五要素以不断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充分发挥

内部控制牵制和制约的公司治理作用，从而抑制管

理层的自利行为，降低代理冲突，进而提高公司治理

质量，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企业要加强内外部信息共享的数字化平

台建设，缓解内部股东、员工和管理层之间、企业内

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提高

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信

息透明度提升效应，从而能够影响管理层的盈余管

理和税收规避策略。因此，企业要强化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增强企业内部之间、企业内部与外部之间的

高效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不断提高信息透明度，

从而便于利益相关者对管理层自利行为的监督。此

外，企业在推动数字化技术应用、更精准地发挥数字

化转型的微观治理效应时，需要根据内外部情境中

诸如代理成本、融资约束程度和媒体关注度等方面

的异质性特征而有所侧重。

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会计-税收差异

的扩大，而会计-税收差异天然地与盈余管理和税收

规避行为有关。这对税务监管部门的启示在于，税

务部门应大力推动金税工程建设，充分利用数字化

技术实现与企业内部数据的互联互通和信息的跨平

台整合，打造实时和智能化的动态信息监管平台，全

天候、全过程加强对企业的纳税监管，不断压减企业

利用盈余管理和税收规避等手段进行偷税漏税等违

法行为发生的空间，切实提高国家税收征管的严肃

性，保障国家税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注释：

①限于篇幅，检验结果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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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平衡性测试的结果表明，匹配效果较为理想，且实验组

和对照组各变量的偏差都在10％以内，满足配对的平衡性假

设，本文的配对有效。限于篇幅，检验结果未展示，留存备索。

③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构造方法见后文 IV1。
④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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